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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50年代，我上小学。

有一天，一个小朋友到我家来玩。我问她家里是做什

么的。她说她爸爸在中国作协上班。我很奇怪地问：“做

鞋？做什么鞋？”大家都笑了。小朋友告诉我：“不是做鞋，

是作家协会。是许多作家聚会的地方。”

我愣了，我第一次听到中国作家协会这个名字。

小女孩告诉我，那个叫中国作家协会的单位在北京东

总布胡同22号。院子很大，有花有树有藤萝架、有回廊、有

假山，最后面还有二层楼。她们经常在那里捉迷藏。我很

羡慕。

我童年的印象中，中国作协是个大花园。作家就是令

人敬仰的人。

60年代初期，我上中学。

我的邻居老先生（老焱若）为首都剧场设计转动舞台，

带着我们几个邻居的小孩到首都剧场参观。参观的时

候，有人说文联大楼（现在的中华书局）就在隔壁。文联

的各协会和中国作协都在楼里。我很高兴！参观完首都

剧场，我怀着好奇和疑问的心情，来到了大楼门口，想上

去看看。

传达室的人问我找谁？我只好回答找作家。传达室

的人笑了：“学生，这里不是看热闹的地方。这里是办公的

地方。”我又说：“我知道中国作协在四楼。”传达室的人说：

“知道在四楼也不能随便进呀！”我只得怏怏而退。

那时候的我，心里总想到作协看看，看看作家都是什么

样子的。可惜没有机会。

十年动乱开始，作协、文联大楼一片混乱。及至到了动

乱后期，听说中国作协搬到了沙滩北街2号《红旗》杂志社

的院子里，我终于走进这个大院。

发现中国作家协会在一个二层临时搭建的板房里，我

不免有些失望。那时候的作家，头上的光环都被打翻了，但

是我依然想看看从板房里走出来的作家。

一个工作人员笑着告诉我：“作家不常来。”

之后，“四人帮”被打倒了，改革开放的春风让我走上了

写作的道路。

那个时候我遇到了真正的作家，我见到了严文井先生、

金近先生、马振（马萧萧）先生，还有许多作家前辈。他们都

看过我的不成熟的稿子。

严文井曾经对我说：“不是生活中什么事情都可以写成

文章的，不但要选择，还要看用什么角度去看待这些素

材”。这样的话我牢记在心。金近不但给我的稿子提意见，

还把稿子推荐给杂志社。马振先生曾给我回信，谈对稿件

的意见。马振先生曾遭受过不公正的待遇，但他却对我们

说：“迎着阳光站，把影子留在身后。”

他们的教诲和帮助使我在文学创作上有所进步，在如

何为人处事上也明白了许多道理。

多年前，我荣幸地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

中国作协在我的心里不再是一个机关、不再是一个单

位，更不是一座楼房或者一座花园。它在我的心中是一群

有理想、有追求、有责任感的人的集合，他们的才华团结在

一起发出了激情和光亮。他们继承，他们传播，他们感恩，

他们点燃希望。他们告诉我，未来的痛苦和挫折属于你们，

未来的光荣也属于你们。

今天，在这庆祝中国作协成立70周年的日子里，我要

由衷地感谢中国作协。祝福中国作协健康长寿！

我心中的中国作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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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加入中国作协已经有20年了，与德高望

重的老会员们比算一下，我算是不老也不年

轻。想起第一次参加作代会时的情景，仿佛历

历在目。

那是2001年12月，中国作协第六次代表大

会，地点是在北京丰台。大会选举了巴金继续

担任主席。2006年，中国作协第七次代表大会

上，我当选为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至今，也是

三届全委，在“60后”的作家中也勉强算是“资

深”吧。

从小就喜欢文学，不等于我的理想是当一

名作家。小时候，老师们总是引导我们，要有理

想，也总是鼓励我们说出自己的理想。回忆下

来，我回答过老师有关理想的话题中从未有“作

家”这两个字，当然，想当解放军是首选，其次是

当数学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怎么也

未想通，为什么当时我居然想当数学家，真是太

不自量力，要知道，那时我的数学成绩太差了，

经常考3、4分（要说明的是，那时已经实行100

分制）。到如今，我的算术也就是个加减乘除的

水平，其它一概不会。

很多年后，当我成为一名专业作家时，想起

来这段离奇的往事，仔细一梳理，心中才有了答

案。原来，当年徐迟先生写的《哥德巴赫猜想》

影响实在太大，数学家陈景润是家喻户晓的英

雄。这便是我想当数学家的理由。我从小在地

质队长大，那时候，地矿战线英雄辈出，李四光、

王进喜，无人不知。有了这样的环境和氛围，说

我是一个崇拜英雄的人，或者说是一个有英雄

情结的人，我深以为然。

有了这样的情结，最想当解放军对我来说

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可为什么明明我的作文经

常被老师拿去当做范文展示，却从未想到要成

为一名作家呢？很多年后，我终于明白了。这

是源自我内心深处对文学的敬畏，人一旦有了

敬畏之心，于自身而言，便不会轻言妄想，这也

许就是人性的弱点吧。

可以这样说，一部文学史就是一个国家和

民族的精神史诗。中华文明史中那些无数的伟

大名字，在历史的星空里依然闪耀着光茫。这

些人无疑是我们的英雄，无疑是我们自信的源

头。有了这样的认识，就有了敬畏，有了这样的

敬畏，始终不敢轻狂妄语。

几千年来，中国的作家、诗人在中华历史的

伟大进程中从未缺失过，他们竖立起一座座民

族的精神丰碑，传承着爱国主义、英雄主义。近

现代的爱国作家、艺术家在中华民族到了危险

的时候，他们没有缺失，而是发出了响彻云霄的

吼声，他们一手拿笔、一手持枪，冒着敌人的炮

火前进。那一个个鲜活而庄严的名字，到今天

依然令人肃然起敬。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华全国文学工

作者协会成立。70年以来，有良知的作家、诗

人、艺术家从未缺席为伟大祖国而书写，取得了

举世瞩目的成就。他们热爱党、热爱祖国的优

秀品质，是我辈学习的榜样。

于我而言，中国作协历史的前50年，我不在

其中，不是亲历者，只是从作家、诗人的作品中，

感受到那份炽烈的爱国情怀。而我在入会后的

20年里，每次来到中国作协，总有一种回家的感

觉，常常倍感作协和党的温暖。中国作协是党

联系广大作家的桥梁和纽带，我想我的感受也

是大多数作家普遍的感受。

我是一个基层的文艺工作者，常常怀有对

先辈的敬畏之心，怀有对党和国家的感恩之

心。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号角吹响之际，我

辈应当学习先贤，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守“四

个自信”，坚定“两个维护”，以一个文化战士情

怀，勇往直前，战无不胜。

2008年6月，我兼任《中国作家》主

编。到任伊始，时任副主编萧立军对我

说：艾克，咱们刊物其实应该再办一个

影视版。这话我听进去了，也记在心

里。我当时对他说，先不要急于做此

事，等我熟悉了情况，明年可以先做一

期增刊试一试，如果可行，从2010年开

始做影视版也来得及。

《中国作家》由冯牧同志1985年创

办时的双月刊，到2000年改为月刊，再

到2006年增为半月刊，上半月文学版，

下半月纪实版，已经是当时国内容量最

大的文学刊物了。我刚接任主编，总得

要有一个调查研究和熟悉的过程，之后

再根据读者需求、社会和市场两个效益

做决策才是。

2009年1月，我提出了“用最优美

的中文，写最美好的中国人形象，为全

世界热爱中文的读者服务”的办刊理

念。我认为，《中国作家》作为国字头的

文学期刊，就应该有与之相应的责任与

担当，为繁荣发展我国的文学事业做出

应有贡献。

2009 年适值迎接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我们的心思就用在了如何迎接这

一大喜日子。我认为，文学不能简单的

为政治服务，但是必须为国家利益服

务，这是文学神圣的责任与担当。

2009年 2月 7日，电影编剧王兴东发

来短信：“艾委员，我是王兴东，上次

我们谈到贵刊发电影剧本的事，我编剧

的《建国大业》已开机了，这个剧本已有

贾庆林两次批示，作为六十年重点作

品，因此，很想在《中国作家》发表，你

意如何，请指示。”春节前，在人民大会

堂的迎春茶话会上，我与王兴东坐在

一起时曾谈起过刊物是否应该发表影

视剧本事宜。

当时王兴东很赞成，他说现在影视

剧本很多，除了拍摄后与观众见面，文

学脚本基本没有出路。如果真做起来

了，会有几点好处：一是影视脚本与读

者见面，对读者和观众市场是一个互

动互补；二是对一些剧本写作者、初学

者、爱好者提供了一个学习借鉴的园地

和范本；三是有一些好本子由于找不到

拍摄资金没有出路，而对持资拍摄者又

没有好本子的一方，又提供了参考；四

是对作者著作权是一个保护，以后无论

谁剽窃或模仿，原发刊物就可以成为

物证；五是刊物也将自然获得剧本的

版权，对完善我国知识产权环境，维护

著作权、版权都有好处；六是会产生一

定的经济效益。

那次我们谈得很投机，之后接到他

的短信，我觉得这是一个积极信号，也

与我和萧立军当初的商定契合。

于是，我让萧立军着手操作这个增

刊。中国作协老领导金炳华同志得知

我的这一思路以后，也给了我一个剧本

以示支持。这期刊物最终刊发了《建国

大业》《穿越》等电影剧本。随之，这两

个剧本均拍摄为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

献礼影片，尤其《建国大业》，更成为了

献礼大片，引领票房价值潮头，令人欣

慰、令人鼓舞、令人慨叹，也为迎接新中

国成立60周年和人民政协创立60周

年献上了一份厚礼。

2010年 7月，《中国作家》变为旬

刊，即：上旬《中国作家·文学》，中旬《中

国作家·纪实》，下旬《中国作家·影

视》。三管齐下，推进《中国作家》全面

发展。

2010年 9月27日，在中国作协餐

厅见到李冰书记，他对我说，《中国作

家·影视》应该把明年影视作家深入生

活的事抓起来。过了国庆，李冰书记要

求把影视版办好，明年（2011年）期期

都要有重头稿，除了中宣部抓的重大题

材，还要有原创未曾摄制的新剧本，此

外还应该发一些话剧剧本。我向他汇

报，已抓到王兴东的电影剧本《辛亥百

年》和柳建伟、刘宏伟的电影剧本《飞

天》。由此，《中国作家·影视》开始形成

影响力，而且是全国惟一发表电影文学

剧本和电视文学剧本的刊物，后来又增

加了微电影剧本等栏目。

第十二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

工程”（2009-2012年）结果公布，是对

《中国作家·影视》的一次集中检验。

由《中国作家·影视》刊发的剧本有 5

部获奖：《建国大业》（王兴东、陈宝

光）、《飞天》（柳建伟、刘宏伟等）、《信

义兄弟》（丁兰策划）、《辛亥革命》（王

兴东、陈宝光）、《惊沙》（小滨），根据

《中国作家》刊发的纪实文学改编的电

影剧本 1 部，在获奖 26 部电影中占

23.08%。

在获奖33部电视剧中，由《中国作

家·影视》刊发的电视文学剧本1部《辛

亥革命》（王朝柱），另有两部根据《中国

作家》刊发的纪实文学和长篇小说改编

的电视连续剧《远山的红叶》（郝敬堂原

著）、《湖光山色》（周大新原著），两项合

计占33部电视剧的9.1%。

此后，《中国作家·影视》刊发作品

多次获得各种奖项，成为我国刊发影视

剧本的权威园地。

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国影视业迎

来飞跃发展新时代。《中国作家·影视》

也获得新的发展契机。在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文艺工作重要讲话精神指引下，相

信《中国作家·影视》版将会见证从高原

走向高峰的历史。

见证影视文学的全面发展
——《中国作家·影视》诞生记 □艾克拜尔·米吉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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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 7月 23日，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成立，

1953年10月，改称为中国作家协会。在中国作协推进社

会主义文学事业大潮的号召下，1954年11月8日，陕西省

作家协会的前身“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成立，后更名为

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1993年更名为现在的陕西省作家

协会。

西安市东门里与有名的“张学良公馆”相邻的一条坐东

朝西的深深院落，原来是爱国将领高桂滋的公馆，将军离世

后，先为中苏友协，后为陕西省作家协会的办公之地。我知

道它，是因为柯仲平、柳青、杜鹏程、王汶石等知名作家和

《延河》文学编辑部。1976年，陕西作协恢复工作后，我也

从东木头市的陕西省文艺创作研究室迁移到这里的《延河》

编辑部，当了一名文学编辑，直到2005年底退休。

在几代没有出过一个读书人的穷困家庭中，我算是一

个幸运者，九岁时进入村边一个破庙改建的有三间教室的

村初级小学上学，并顺利升级到附近的小学读五、六年级。

我的班主任是一个高个子、大眼睛，能写几句白话诗的文学

爱好者，他以生动活泼的语文课堂教学，很快使我爱上了阅

读和作文课，并且在班级脱颖而出，引起了他的注意。一次

在他的课堂上，我突然感冒发烧，他让我躺在他以宿代办的

单人床上，泡了芦根水喂我喝，在他的办公桌上，我看到了

一本叫《保卫延安》的书。看我喜欢，他就给我讲军旅记者

杜鹏程发奋写作的故事，并将书借给我拿回家看。经过一

个星期六的晚上和一个星期天，到了星期一，我竟然将这本

书看完了，老师很吃惊，怀疑我是否真读完了。为了证明我

读完了，我就给他讲了书中主人公周大勇的故事，并将团政

治委员李诚对他说的“一个人要保持对日常事物的敏感”的

话背着给他听。老师高兴地将此事讲给校长，校长又传遍

全校。

到了中学，我便知道西安市建国路71号有个作家协

会，作家协会出了一本杂志叫《延河》，上面经常发表杜鹏

程、王汶石、柳青、魏钢焰等人的小说和散文。初中时，我的

一篇课堂作文被语文老师称赞，说你这篇作文可以投给《延

河》编辑部。我从作文本上将它撕下来，竟有十多页，没有

大一点的信封，我就将它卷成一个卷，外边包一层白纸，写

上建国路的地址。我当时不敢署真名，就写上我和一个少

年伙伴两个人的乳名。在邮局柜台盖上“邮资总付”的戳子

后，邮局工作人员让我投进外面的邮筒，邮筒的口太小，塞

不进去，我就将稿筒压扁硬塞进去。

天天等，夜夜盼，直到暑假的一个傍晚，大队长把我叫

到村中大队部门口，递给我一个厚厚的信封，说：“你俩得是

告状呢？退回来了，好好的娃不学好！”我羞愧地拿到家，看

到的是一个油印的退稿笺：“不拟刊用，原稿退回，请查收。”

母亲看到我偷偷藏什么纸，也以为我告什么人，一脸忧伤地

劝我：“娃呀！咱穷家小舍，可不敢再惹什么事。”杜鹏程、柳

青和西安建国路71号，从此就深深刻在我的记忆中。那是

一个文学的圣地，是一个高不可攀的地方。

想不到的是，经过六年大学文科的学习和一年多部队

农场的劳动锻炼，我竟然被分配到包括陕西省作家协会、剧

协、美协、音协四个单位的刚刚恢复的“陕西省文艺创作研

究室”，并被安排到文革后复刊改名的《陕西文艺》编辑部评

论组。正是在这里，我见到了刚从

陕南、陕北、关中各地落实政策，重

新回到城里的胡采、柳青、王汶石、

杜鹏程、李若冰，魏钢焰等星辰般

的文学大家。柳青给我们讲：文学

是“六十年一个单元”，要进“政治、

生活、文学三个学联”，王汶石给我

们讲一个党员应具备的“信仰”，杜

鹏程一字一句帮我修改习作，李若

冰给我们讲“作家、战士”等等，使

我明白怎样做一个努力学习、刻苦

钻研、奋斗不息的文学工作者。

正是在这里，在建国路71号院

落中，我陆续认识了后来成为大作

家并成为亲密文学朋友的陈忠实、

路遥、贾平凹、叶广芩、高建群、李

国平、红柯等陕西第二代和第三代

作家。

有一个细节让我记忆深刻，感慨不已。退休后有一次

我去陕西省作协大院办事，从80年代初新建的三层办公楼

出来，正好遇见已经成为新一代陕西文学界的佼佼者周瑄

璞走进来，我在这里曾多次遇见过或来开会或来送稿的她，

虽然我同她早已熟悉，但还是习惯性地招呼：“你也来了！”

她一愣说：“我来上班！”我才猛然醒悟：主客已经易位，她已

成为这里的一位新主人。顿时想起刘禹锡的一句诗：“玄都

观中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上世纪70年代的建国路

71号曾经辉煌过，从延安走来的柯仲平、柳青、胡采，又走

过了从关中大地走来的陈忠实，从陕北黄土高坡走来的路

遥，而50年代出生的贾平凹已经成为了这里的主席；除了

贾平凹，平房变高楼的建国路71号省作协，我认识的人已

经越来越少了，连在这个院中玩耍长大的儿女们逢年过节，

寻访我当年的“旧居”，还要被保安部门派来的门卫盘问登

记。与此同时，是如周瑄璞这样的文坛新人，从这里走出新

时代的中国文坛。


